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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欢。
我比大永年长一两岁。

各走各的路。我们又提及上
述入党的对话。他拍拍我的
肩膀说:人各有志,勉强不得。
他对我如愿成为中共党员表
示欣慰。而他自己一直坚持
以马共身份努力工作,直至退
休。谈完,彼此会心一笑。他
的表情一直珍藏在我的脑海
里。

在使馆,我被安排担任
政务参赞的印尼文翻译。万
隆亚非会议结束后,中国代表
团搬进大使馆住。周总理在
大使馆举行告别招待会,苏加
诺总统应邀出席。

这是苏加诺总统历史上
第一次出席在外国驻雅加达
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因此保
安工作格外严密。

招待会开始前一两个小
时,印尼外交部和总统府的礼
宾官员就到大使馆来视察。
当我把印尼驻华大使苏卡尔
佐(Sukardjo)引到大堂时,陈
毅副总理兼外长,穿着便装,手
摇一把黑扇,从大堂后门走了
进来,与印尼大使邂近。当时
我在场,便主动充当他们的翻
译。因为不是正式会见,前后
不到10分钟,谈话便结束。陈
老总回房间换衣服去了。

事后,使馆有关领导向
我了解当时的情况。 未加褒
贬,但俗话说:"听话听声、锣
鼓听音”,从他询向的口气,我
隐约感觉到,此事办得不妥。
当时我应该上向领导报告,让
领导决定派翻译。

从此,我思想上明确了
一条:在任何场合,特别是重大
场合,翻译员都不应主动为某
领导人当翻译,只能由组织委
派。这是组织纪律问题。

另外,翻译员之间严禁

私下打听或交流翻译内容。
周总理说,外交无小事严守外
交机密,是每个从事外交工作
的干部都应无条件遵守的。

1966年毛主席在人民大
会堂会见亚非拉青年代表,外
交部礼宾司派我到现场当翻
译。会见完毕,毛主席和青年
代表合影留念。

我和周总理外事秘书站
在边上观看。许多年青翻译
员争先恐后地挤上去合影。
总理秘书见状,说道: “像你
们这些老翻译比较懂规矩,绝
不会争着合影。”我听了感
触烦深。自觉遵守规章制度,
不 能 一 蹴 而 就 , 只 能 靠 长 期
磨。当然,旁人及时点拨也很
要紧。

1964年11月,周总理与苏
加诺总统在上海举行重要会
谈。我当的翻译。公谈结束,
上海外事办公室主任为了写
外事活动简报,特意到宾馆来
找我,希望能从我这里了解会
谈内容。

当 时 我 没 有 接 到 任 何
授权,会谈内容绝不能向外泄
露。对方老大不高兴。其实
我很理解他的苦衷。外事简
报 如 果 只 谈 礼 仪 性 的 事 , 不
涉及会谈内容,是没有什么看
头的。他的要求有一定合理
性。

但我想,如果他去找有
关司长提出同样要求,也肯定
无济于事。其结果只能是:小
我服从大我,局部服从全局。

使馆工作很繁忙,但很
磨炼人。

头两年我在调研室。以
后就调到大使办公室。主要
搞对外联系、安排对外活动,
翻译照会和各种外交文件以
及口译。

大使馆直属单位有调研

室、办公室,附属单位有文化
处、武官处、商务处。

我在大使馆工作期间,
经历了不少重大事件:周总理
率团参加万隆亚非会议、宋
庆龄、郭沫若、刘少奇以及
中国文化艺术团、中国参加
新兴力量运动会体育代表团
等访问印尼,还有为苏加诺总
统治病的中国医疗小组。

这些事件在中印友好关
系史上,都留下浓重的笔墨。

我十分珍惜在大使馆的
经历。与同龄人相比,我是幸
运的。因为历史让我有机会
把自己的青春年华融入到这
些重大历史事件中去。

1 9 5 7 年 国 内 开 展 “ 反
右”运动,使馆不搞运动,只开
展正面学习,即按部门分组,学
习文件、听报告、进行批评
和自我批评。这是我有生以
来第一次参加由党领导的政
治学习,感觉很新鲜,充满热
情。

使馆成立了学习领导小
组。领导分配我负责编辑简
报工作。每天发一期,供各组
交流传阅。对组织上的信任,
我很感动。暗下决心,一定要
把工作做好。

我当时头脑简单幼稚,
以为凭我在报社当过副刊编
辑的经验,编辑学习简报,应该
是游刃有余。

岂料,刚发第一期,我就
被当头棒喝。领导问我:这个
大标题是谁提的?为什么没有
经过审批就拿去打印?我回答
说:标题是我根据简报内容提
出的,没有与他人商讨;第二,
我不知道简报打印前必须送
审,这是我的错。

老 实 说 , 当 时 我 对 国
内“反右”斗争的情况,知之
甚少。我只想把标题搞得生

动些、醒目些,鼓励大家对使
馆工作多提改进意见。

我的所作所为,正应了
庄子的一句老话: “初生牛犊
不怕虎”。虽然我没有被擔
下来,但它却给我上了一堂深
刻的政治课。

“吃一堑,长一智。”
我 就 是 这 么 一 步 步 走 过 来
的。

学习结束时,开全馆总
结 大 会 , 黄 镇 大 使 做 了 总 结
发言。一位身经百战的老红
军、老将军、老外交家,以一
颗赤诚的心向全馆人员坦露
胸臆,令人感动。黄大使非常
感谢大家在学习期间对他本
人和对使馆工作提出的批评
意见和改进建议。他说,他参
加革命的时间不算短,但由于
学习不够、觉悟不高、进步
不快,缺点不少,希望在今后工
作中,同志们不断地批评监督,
大家团结一致,共同把工作做
好。

谁都知道,黄镇出任驻
印尼大使后,中印两国友好合
作关系取得很大发展受到毛
主席和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
的表彰,但黄镇大使并没有因
此而居功自傲,脱离群众,相
反更加谦虚谨慎,更加深入群
众。因而赢得全馆同志的崇
敬和拥护。

这里必须浓重提一笔:
黄镇大使和朱霖同志对我们
这一批华侨干部关怀备至,政
治上信任,工作上放手,生活上
照顾,使我们长期在使馆工作,
心情愉快,如鱼得水。

每次回北京述职,只要
抽 得 出 时 间 , 大 使 夫 妇 或 朱
霖同志都会到外国语学院看
望 瑞 玲 , 并 关 心 她 的 学 习 情
况。50年代末国内困难时期,
朱霖建议我买一大盒饼干,让
她带回去送给瑞玲。为了以
后瑞玲能配合我的工作,朱霖
向她建议,放弃俄语,改念英
语。但因瑞玲舍不得放弃已
经念完大学一年级的俄语,只
好根据自己的意愿继续念下
去。

我永远感谢黄镇大使夫
妇对我的培养和信任。

直到今天, 50年代曾在
驻印尼使馆共事过的老同志,
不管后来他们是否还在同一
个单位,几乎年年都会有聚会,
畅叙旧情,互道珍重。

每次聚会,餐馆老板和
服务员都会向我们这批白发

苍苍的耄羞老人投来钦羡的
眼光,或伸出大拇指赞誉我们
之间50年代建立的友谊经久
不衰,弥足珍贵。

50年代末,越南和蒙古
各派外事工作组到雅加达,谋
求同印尼建立外交关系。当
时他们人生地不熟,又没有印
尼文翻译,便向中国大使馆求
援。黄镇大使表示,兄弟国家
有困难,应该给予帮助。于是
决定派我为他们提供咨询和
服务。

虽说都是兄弟国家,依
然需要注意内外有别。哪些
该说,哪些不该说,心中要有
数。

两国的主要代表,都是
大 使 级 外 交 官 , 中 文 说 得 很
好。会见印尼外交部官员时,
我就充当翻译。

他们的任务完成得很顺
利,我们的合作也很愉快。

他们离开印尼前,黄大
使还设宴款待。他们对中国
大使馆的真诚帮助表示深切
感谢,也对我个人表示谢意。

跨入外交部大红门
1963年6月,我结束了使

馆八年半的生活和工作,调回
北京,进入外交部。

北京和外交部都是我向
往已久、梦寐以求的地方。

打理行李时,同志们都
来向我话别。有个别同志还
帮我捆扎行李。有位机要员
在废纸堆里发现一大张公债
券,他不无惊讶地问我:怎么,
你 连 公 债 都 不 要 了 , 这 都 是
钱。每年到期你都可以到银
行兑现。

这是50年代中,我花了
1000元人民币认购的公债。
当时以为支援国家建设,不应
索取回报。后来补发的公债
券,也没仔细看,脑子里根本没
这概念。我很感谢这位机要
员同志的提醒。

我所以有能力认购1000
元的公债,原因是我调人大使
馆头一年试用期,使馆按政策
还给我发放报社2000多印尼
盾的工资(按当时汇率: 1元=2
印尼盾)。我就是拿出一个月
工资认购的。

我是乘飞机到香港,经
罗 湖 , 从 广 州 坐 火 车 到 北 京
的。同行的有调研室主任凌
青、文化专员唐范字、驻雅
加达总领事馆翻译许源明。

我们在香港停留两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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